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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拓展出一个能区分

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反映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异质性,囊括全球价值链特

征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基于该模型,量化分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地区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

级,也提升了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福利。 该提升主要来自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而最

终品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有限。 如果采用不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传

统模型,中国的福利将被低估约 35% 。 中美贸易摩擦会使中美两国福利受损,但
将促进中国的价值链攀升。

关 键 词 一般均衡模型　 全球生产网络　 中间品贸易　 产业升级

一　 引言

近年来,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全球一体化受到严峻挑战,中国更是

面临多方面的贸易摩擦。 2018 年起,特朗普政府频频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多次对中国

商品加征关税。 2020 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美国政府为推卸责任、转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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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大力推动美国与中国的科技“脱钩”。 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全方位对

外开放,继续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强调中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这一重要举措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提振全球经济

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球价值链是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显著特征,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得生

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整合,同时也使贸易摩擦的波及范围更广,经济影响更复杂。
由于生产越来越难以分清国界,一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经济冲击可能通过价值链的传

导反馈作用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其他经济体也会因全球价值链的断裂受到冲

击。 因此,全球价值链是量化研究贸易政策经济效应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 同时,贸
易政策也将对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价值链是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产

物,而贸易摩擦可能造成现有的产业链回流或转移,从而重构全球价值链,改变国际

分工格局,影响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关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促进中国产业迈向

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目前,中国发展正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贸易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及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回答该问题对更好

地提升和巩固外循环,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鲜有学者将全球价值链特征纳入模型,量化研究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及对全

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 Caliendo and Parro(2015)和 S′ więcki(2017)虽将行业间投入产

出联系纳入量化贸易模型(quantitative trade model),但他们并未真正区分中间品和最

终品,也没有考虑产品用于不同行业中间投入时的异质性,因此并不能系统反映全球

价值链特征,不能准确量化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及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 针对中

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渠道和作用效果截然不同(樊海潮和张

丽娜,2018),最终品关税下降将降低居民消费品价格,提高居民福利;中间品关税下

降并不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而是通过降低下游行业生产成本,以促进其出口和国

内消费影响福利。 笼统地将中间品和最终品统一处理,将错估贸易的福利效应。 因

此,将全球价值链纳入贸易模型,有区别地量化研究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福

利效应对中国未来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进行典型事实分析,然后将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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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模型紧密结合,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在生产和贸易中的差异,建立囊括全球

价值链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分别估计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弹性,最后量

化分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主要地区福利、产业结

构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拓展 Caliendo and Parro(2015)模型(后文

简称 CP 模型),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研究了二者生产率在行业和国家分布中的异质

性。 考虑到同一投入品用于不同行业中间投入时的贸易份额存在异质性,从而将整个

全球生产网络纳入量化贸易模型中,准确量化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政策的福利效

应。 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这些异质性,中国加入 WTO 为中国带来的

福利效应将被低估约 35% 。 第二,分别估计了各行业中间品的贸易弹性和最终品的

贸易弹性,为后续研究奠定数据基础。 第三,量化研究了关税冲击对全球价值链的重

塑效应,以及其对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已有文献;第三部分分析全球价值链中的

典型事实;第四部分构建囊括全球价值链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第五部分介

绍数据并进行参数估计;第六部分经验分析中国加入 WTO 及中美贸易摩擦中关税变

化对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地区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总结全文。

二　 文献综述

本文与基于量化贸易模型的贸易福利分析和全球价值链研究密切相关。 首先,贸
易的福利效应一直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 文献较早利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

(CGE) 模型,在经典的 Armington 假设下,量化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Bröcker and
Schneider,2002)。 随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和计算机求解技术的进步,近年来量化贸易模

型成为研究贸易福利效应的主流分析工具。 特别地,Eaton and Kortum(2002)基于李

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建立了多国家和多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量化分析贸易的福

利效应奠定了重要基础。 后续研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拓展,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对

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就业效应、分配效应等的影响(Parro,2013;Nigai,2016;S′ więcki,
2017)①。 Caliendo and Parro(2015)重点将投入产出联系纳入量化贸易模型,评估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福利的影响,发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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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生产网络后,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有明显提升,表明投入产出联系在贸易福

利效应中的重要作用。 在 CP 模型基础上,学者们相继进行拓展更新,探讨贸易的福

利效应。 例如 S′ więcki(2017)放松了国家内部劳动力在行业间自由流动的假设,加入

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的摩擦,他们发现如果忽略行业间劳动力流动摩擦,将严重高估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边际报酬较低产品的净出口国的福利效应。 Caliendo et al. (2021)
则考虑了劳动在行业间的流动成本等,重新量化贸易的福利效应。 此外,Tombe and
Zhu(2019)、Fan et al. (2019)、Caliendo et al. (2018)及 Albrecht and Tombe(2016)等也

将投入产出联系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国内贸易成本或劳动力流动成本对福利的影

响。 特别地,郭美新等(2018)利用 CP 模型量化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各国福利的影

响。 然而,上述研究并没有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也忽略了同行业中间投入品在不同

行业使用时的贸易份额异质性,也无法准确刻画全球生产网络,从而无法准确衡量贸

易政策的福利效应,本文将对此进行补充。
其次,本文也与全球价值链方面的文献密切相关。 目前,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基于核算方法构建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指标及经验分析,或利用结构模型和

简约式方程估计全球价值链对经济的影响,或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Acemoglu et al.,2016;Bernard et al.,2019)。 在全球价值链测度方面,投入产出模型是

主流研究工具。 研究者们基于单国或多国投入产出模型、企业微观数据提出或计算一

国单位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或国民收入(Chen et al.,2012;Koopman et al.,2012;Ma et
al.,2015;Kee and Tang,2016)、垂直专门化率 (Hummels et al.,1998)、增加值贸易

(Johnson and Noguera,2012)、上游度(Antràs et al.,2012)等指标,试图还原在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准确反映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获益情况以及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置(Timmer et al.,2019)。 特别地,Rouzet and Miroudot(2013)、段玉婉等(2018)
及 Duan et al. (2020)研究了关税成本沿价值链传导对产品生产成本、消费者购买价格

及对国内产品保护程度的影响。 但这些研究从核算角度展开,没有考虑关税变化对产

品间相互替代的影响,无法考虑关税变化对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份额的影响,因此不

能很好地研究关税变化的福利效应。
最后,一些研究在宏观或贸易领域探讨了全球价值链或行业间投入产出联系在解

释经济现象或评估外生冲击经济效应的重要性(Acemoglu et al.,2016;Blanchard et al.,
2016; Bernard et al.,2019)。 齐鹰飞和 Li(2019)利用 Acemoglu et al. (2016)的分析框

架刻画了关税冲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及其对福利的影响,但该文忽视了关

税冲击对国家间相对工资和国际生产网络重塑的影响等。 还有些研究基于微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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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计量方程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Yu,2015;陈雯和苗双有,
2016;Brandt et al.,2018)。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对企业的影响

不同,但并没有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综合衡量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改进 CP
模型,将全球价值链加入量化贸易模型中,量化研究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以对已有文

献进行补充。

三　 典型事实分析

本部分将展示中间品和最终品在关税和贸易份额上的差异,以及同一中间品用于

不同行业生产时贸易份额的差异,从而说明在模型中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以及中

间投入在行业间具有异质性的重要性。
(一)中国的关税变化

中国加入 WTO 以来经历了显著的进口贸易自由化过程。 图 1 展示了中国 1996-
2016 年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关税税率①,二者呈现出不同变化。 1997 年之前中间品和最

终品关税水平相似,但随后中间品关税一直低于最终品关税。 2000-2007 年,中间品

平均关税税率从 13. 43%下降到 3. 47%,最终品关税税率从 15. 80%下降到 6. 39% 。

图 1　 1996-2016 年中国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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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7 年以后,最终品关税缓慢上升,而中间品关税则继续不断下降,二者差异不断

扩大。 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及其变化趋势的不同表明分别衡量二者的福利效应是必

要的。
(二)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份额

中间品和最终品在世界市场中的贸易份额不同。 图 2 刻画了在 2014 年世界投入

产出数据库(WIOD)中 GDP 排名前 20 国家的制造业贸易中,各国使用中间品和消费

最终品由本国提供的份额①;二者呈较大差异,例如,在澳大利亚生产消耗的中间品

中,有 61. 82%由本国提供,而最终品只有 42. 28%由本国提供。 根据 Arkolakis et al.
(2012),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主要由总消费中国内消费占比和贸易弹性决定。 中

间品和最终品消费中国内消费占比不同表明二者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也不同。
同一国家在购买的中间品和最终品中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份额也各不相同,本文

计算了各国使用的制造业中间品和最终品中来自各国的贸易份额,二者也存在较大差

异。 以美国为例,在 2014 年美国消耗的制造业中间品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为 3. 1% ,
而其消耗的制造业最终品,来自中国的比例为 7. 3% 。 这反映了各国在中间品和最终

品上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图 2　 2014 年主要经济体制造业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国内消费份额

(三)贸易份额在行业间的异质性

贸易份额在行业间具有异质性。 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中间品,当它用于一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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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生产的中间投入时,来自各地区的贸易份额各不相同。 我们以中国和美国对纺织

服装中间品的使用为例进行说明。 基于 WIOD 数据,2014 年美国计算机和电子设备

制造业生产消耗的纺织服装行业产品来自中国的比重为 9. 9% ,而美国食品行业生产

消耗的纺织服装中来自中国的比重仅为 4. 6% 。 这表明为准确衡量一国一行业在全

球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理论模型需要完整刻画行业间贸易份额的异质性。

四　 模型设定

为将第三部分的典型事实纳入模型,本文在 CP 模型基础上,区分中间品和最终

品贸易,详细刻画国家行业间特定的贸易成本,从而将全球价值链纳入一般均衡模型

中,准确刻画贸易政策的变动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效应,以及对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地位和其福利的影响。 本文还将生产函数从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一般化为常替

代弹性(CES)函数,以使模型更具一般性。 假设世界共有 N 个国家,J 个行业,分别用

下标 n、i、h 代表国家,用 j、k 代表行业。 假设世界各行业生产均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且
规模报酬不变。

(一)生产

假设每个行业生产两类产品:中间品和最终品。 中间品只用作各行业生产产品所

需要的中间投入,最终品只用作居民消费。 同行业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都包括 1 个连续

的产品种类 ω j∈(0,1)。 各国各行业按 CES 生产函数进行生产,同行业中间品和最终

品生产的生产效率不同①。 n 国 j 行业某产品产出可表示为:

qjHn (ωj) = zjHn (ωj){(γj
n)1 / η [ljHn (ωj)](η-1) / η +∑ k

(γkj
n )1 / η [mkjH

n (ωj)](η-1) / η}η/ (η-1) (1)

　 　 其中,H∈{ I,F},表明产品为中间品( I)或最终品(F);q jI
n(ω j)和 q jF

n (ω j)分别为 n

国 j 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产出。 l jHn (ω j)为劳动力投入,mkjH
n (ω j)为国家 n 行业 j 生产

所使用的来自行业 k 的中间投入,γ j
n 和 γkj

n 分别为劳动力投入和来自 k 行业中间投入

的权重,η 为劳动和来自不同行业中间品投入间的替代弹性。 z jHn (ω j)为生产效率。 n

国 j 行业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为 cjn / z jHn (ω j),cjn 为成本最小化时一个投入束的单位成本:

cjn = [γ j
n (wn) 1-η + ∑ k

γkj
n (Pkj

n ) 1-η]
1 / (1-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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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生产函数的设定与 CP 模型有两点不同,一是本文区分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生产技术不同;二是本文的

生产函数为 CES,而 CP 模型生产函数为 C-D 形式,本文设定更具一般性。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此提出的宝

贵意见。



　 　 其中,wn 为国家 n 的工资,Pkj
n 为国家 n 行业 j 生产使用的 k 行业中间品的综合价

格。 定义 ξ jn = wn l jn / cjn 和 ξkjn = Pkj
nmkj

n / cjn 分别为 j 行业生产成本中劳动投入和来自 k 行

业的中间投入所占的份额,根据成本最小化条件,可得 ξ jn = γ j
n (wn / cjn) 1 - η 和 ξkjn =

γkj
n (Pkj

n / cjn) 1 - η。
(二)贸易和价格

假设各国可从本国和其他各国购买中间品和最终品,国家间贸易往来存在中间品

关税成本 τ jI
in≥ 0、最终品关税成本 τ jF

in≥ 0 和行业间的特定贸易成本 d jk
in和 d jF

in,有 τ jI
nn =

τ jF
nn = 0。 d jk

in≥ 1 表示国家 i 的行业 j 产品出口至国家 n 并被用于行业 k 的中间投入的

贸易成本;d jF
in为国家 i 行业 j 产品出口至国家 n 用于居民最终需求的特定贸易成本①。

行业间特定贸易成本的设定使模型中的双边贸易额能够反映不同行业使用同一行业中

间投入的贸易份额的不同,从而能完全与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相契合,更准确地反映

各国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这也是本文模型与 CP 模型的主要区别之一。
据上,当国家 i 生产的行业 j 中间品用作国家 n 行业 k 的中间投入时,其面临的贸

易成本为 κ jk
in = (1 + τ jk

in)d jk
in,产品销售价格为 cjiκ jk

in / z jIi (ω j);最终品面临的贸易成本为

κ jF
in = (1 + τ jF

in)d jF
in,产品销售价格为 cjiκ jF

in / z jFi (ω j)。
对同一产品种类,各国各行业从本国和其他各国中选择最便宜的供应商购买产

品。 国家 n 行业 k 购买的中间品价格为 p jk
n (ω j) = mini{ cjiκ jk

in / z jIi },购买的最终品价格

为 p jF
n (ω j) = mini{cjiκ jF

in / z jFi }。 在以最低价格购买 ω j 后,各国将不同产品种类合成为行

业层面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它们的 CES 生产函数为:Q jk
n = [∫ r jkn (ω j) 1 - 1 / σ jdω j] σ j / (σ j - 1)

和 Q jF
n = [∫ r jFn (ω j) 1 - 1 / σ jdω j] σ j / (σ j - 1),其中 k = 1,…,J;r jkn (ω j)和 r jFn (ω j)分别为国家 n 行

业 k 以最低价格购买中间品的量和国家 n 的居民以最低价格购买最终品的量。 σ j 为

行业 j 不同产品种类间的替代弹性。 本文中间品 Q jk
n 仅能用作行业 k 生产的中间投

入,最终品 Q jF
n 仅能用作本国居民的最终消费。 这与 CP 模型有重要区别,CP 模型中的

中间合成品既可以用于本国各行业生产中的中间投入,也可以用于本国居民消费,因此

并没有真正地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
国家 n 购买的行业 j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合成价格分别为 Pjk

n = [∫ pjkn (ωj)1 -σjdωj]1 / (1 -σj)

和 P jF
n = [∫ p jF

n (ω j) 1 - σ jdω j] 1 / (1 - σ j) k = 1,…,J。 假设企业的生产效率 z jIn (ω j)和 z jFn (ω j)

分别服从 Fréchet 分布,分布函数分别为 e - λjInz j - θjI
和 e - λjFn z j - θjF,其中 λ jI

n > 0 和 λ jF
n > 0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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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成本包括冰山成本、税收或政府为保护国内特定行业发展设置的其他贸易障碍等。



了各国各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θ jI > 0 和 θ jF > 0 反映了技术在不同产品种类间的分散

程度。 根据 Fréchet 分布的性质,国家 n 使用的来自行业 j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合成品

价格分别为:

P jk
n = K j [∑ i

λ jI
i (cjiκ jk

in) -θjI]
-1 / θjI

(3)

P jF
n = K j [∑ i

λ jF
i (cjiκ jF

in) -θjF]
-1 / θjF

(4)

　 　 其中,K j =Γ (1 + (1 - σ j) / θ j) 1 / (1 - σ j)为常数;Γ(·)为伽马函数。 国家 n 行业 k 消

耗的行业 j 中间品和最终品来自国家 i 的比重分别为:

πjk
in = [λ jI

i (cjiκ jk
in) -θjI] / [∑ h

λ jI
h (cjhκ jk

hn) -θjI] (5)

πjF
in = [λ jF

i (cjiκ jF
in) -θjF] / [∑ h

λ jF
h (cjhκ jF

hn) -θjF] (6)

　 　 公式(5)和(6)不仅能反映现实世界中同一行业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份额的不

同,还能反映出同一行业的产品用于同一个国家不同行业的中间投入时贸易份额的不

同,这是 CP 模型做不到的。
我们分别用 X jk

n 和 X jF
n 表示国家 n 行业 k 在行业 j 中间投入上的支出和居民在行

业 j 最终产品上的总支出。 因此国家 n 对国家 i 行业 j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额分别

为 E jI
ni =∑k[X jk

i πjk
ni / (1 + τ jk

ni)]和 E jF
ni = X jF

i πjF
ni / (1 + τ jF

ni)(FOB 价格),国家 n 从国家 i 进

口的 j 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分别为 M jI
in = ∑k [X jk

nπjk
in / (1 + τ jk

in)]和 M jF
in = X jF

n πjF
in / (1 +

τ jF
in)(FOB 价格)。 国家 n 的总贸易赤字为:

Dn = ∑ j∑ i≠n
M jI

in + ∑ j∑ i≠n
M jF

in - ∑ j∑ i≠n
E jI

ni - ∑ j∑ i≠n
E jF

ni (7)

　 　 我们采用贸易文献中的经典假设,假设一国的总贸易赤字外生给定,但各行业的

贸易赤字由模型内生决定(Ossa,2014; Caliendo and Parro,2015)。
(三)居民

国家 n 拥有 Ln 个代表性家户,家户消费最终品并获得效用,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max
C jn
∏ j

C j
n
αjn

s. t. ∑ j
P jF

n C j
n = Vn 和∑ j

α j
n = 1 (8)

　 　 其中,C j
n 为国家 n 居民对行业 j 最终品的消费,P jF

n 为国家 n 行业 j 最终品的消费

者价格;α j
n 为居民在行业 j 最终品上的支出在 n 国居民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Vn 为

居民总收入,来自工资、关税收入和贸易赤字,即 Vn = wnLn + Rn + Dn。 其中 Rn = ∑j

∑iτ jI
inM jI

in +∑j∑iτ jF
inM jF

in。 国家 n 的整体消费者价格为 Pn =∏j (P jF
n / α j

n) α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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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均衡

中间品和最终品市场出清条件分别为:

X jk
n = ξ jkn∑ i∑ s

Xks
i πks

ni

1 + τks
ni
+ ξ jkn∑ i

XkF
i πkF

in

1 + τkF
in

(9)

X jF
n = Vnα j

n (10)
　 　 (9)式右边第一项为国家 n 生产行业 k 中间品消耗的来自行业 j 的中间投入;右
边第二项为国家 n 为生产行业 k 最终品消耗的来自行业 j 的中间投入。 二者之和为

国家 n 行业 k 在行业 j 中间品上的总支出 X jk
n 。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为:

wnLn = ∑ j
ξ jn∑ i

(∑ k
E jk

ni + E jF
ni) (11)

　 　 其中,∑kE jk
ni + E jF

ni表示国家 n 行业 j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总产出,因此(11)式右边

表示国家 n 生产活动对劳动的总需求。
公式(2)-(6)和(9)-(11)给出了一般均衡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关税的变化将引

起各国工资、价格水平、国家间贸易量和居民福利的变化。 我们采用求相对变化

(exact-hat)的方法求解模型,该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各变量的相对变化可以由关税等变

量的相对变化求出,而无需估计每个技术参数。 用 x̂ = x′ / x 表示变量 x 在新均衡状态

相对于旧均衡状态的相对变化,x′为新均衡状态下的变量。 分别对公式(2) -(6)和
(9)-(11)求相对变化,可以得到求解新均衡所需要的方程:

X jk
n
′ = ŵn

ĉ jn
æ

è
ç

ö

ø
÷

1-η

ξ jn∑ s∑ i

Xks
i
′πks

ni
′

1 + τks
ni
′ +

kj
n

ĉ jn
æ

è
ç

ö

ø
÷

1-η

ξ jkn∑ i

XkF
i

′πkF
ni

′

1 + τkF
ni

′ (12)

X jF
n

′ = V′nα j
n (13)

w′nLn = ∑ j
ξ jn

ŵn

ĉ jn
æ

è
ç

ö

ø
÷

1-η

(∑ k
E jk

ni
′ + E jF

ni
′) (14)

　 　 其中,(12)和(13)式为新均衡下的市场出清条件,(14)式为劳动力市场出清。 有

ĉ jn = [ξ jnŵ1 - η
n +∑kξkjn ( kj

n ) 1 - η] 1 / (1 - η)、 jk
n = [∑iπjk

in( ĉ ji κ̂ jk
in) - θjI] - 1 / θjI、π̂jk

in = ( ĉ ji κ̂ jk
in / jk

n ) - θjI

及 κ̂ jk
in = 1 + τ jk

in
′ / (1 + τ jk

in),其中 k = 1, …, J - 1, J, F。 给定关税变化,利用上述方程

组可以计算得到各国的工资水平、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产品价格、产出和双边贸易额的

变化。
(五)福利的变化及分解

本文理论模型中一国的福利为该国的实际收入,即:Wn = Vn / Pn。 对此式进行

全微分,保留一阶导并进行整理,可将福利的变化分解为贸易量效应和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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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①:

dln Wn ≈ 1
Vn

[∑ j∑ i
M jI

inτ jI
in(dln M jI

in - dln cji) + ∑ j∑ i
M jF

inτ jF
in(dln M jF

in - dln cji)

+ ∑ j∑ i
(EjI

nidln cjn - MjI
indln cji) + ∑ j∑ i

(EjF
nidln cjn - MjF

indln cji)] (15)

　 　 式(15)约等号右侧前两项代表贸易的规模效应,衡量了关税变化通过影响中间

品和最终品进口量影响关税收入带来的实际收入变化。 关税下降将提高本国进口,在
其他变量不变时,贸易量增加越多,实际收入增加越多,福利效应越大。 约等号右侧后

两项为贸易条件效应,衡量了关税变化通过影响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和进口相对价

格,而对福利产生的影响。 出口品相对于进口品价格上升,表明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

易获得更多收入,改善贸易条件,福利上升。
图 3 清晰展示了关税变动对一国福利的主要影响渠道。 以一国的关税下降为例,

首先,这将直接降低该国的进口品价格,提高进口量,降低居民消费价格,因此关税下

降可通过贸易量效应提高本国福利。 其次,进口量的增加将挤压本国生产规模,并通

过投入产出关系影响本国上游行业的生产;国内生产规模下降将降低本国相对工资水

平,降低居民收入;关税税率的下降也将直接减少本国的关税收入。 由此,关税下降会

通过影响居民收入降低居民福利。 最后,工资水平的下降将降低国内各行业的生产成

本,并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向下游传递,最终生产成本的降低将提高本国出口额,改变国

家间贸易份额,进而影响居民福利。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关税下降对福利的影响不同:
最终品关税下降将直接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提高居民福利;而中间品关税下降,不直接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是通过降低下游行业生产成本影响贸易份额和产品价格,从而影

响福利。 综上,关税通过不同渠道对福利的影响是多方向的,只有定量分析才能得知

关税下降是否能提高福利。
(六)实际工资变化

结合上文,各国实际工资的变化可分解为最终品和投入产出联系效应②:

ln
ŵn

n
= - ∑ j

α j
n
1
θ jF ln π̂jF

nn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最终品效应

+ 1
1 - η∑ j

α j
n ln

1
ξ jn

- 1
ξ jn
∑ k

ξkjn
kj
n

ĉ jn
æ

è
ç

ö

ø
÷

1-η

[ ]{ }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投入产出联系效应

(16)

　 　 其中,(16)式右边第一项显示了贸易成本通过影响最终品中的贸易份额影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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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分解采用贸易文献中的经典做法,仅保留一阶效应,因此(15)式中为约等号,推导过程可到本刊网站

(www. jweonline. cn)下载附件。
限于篇幅,未报告具体推导过程,有需要可到本刊网站下载附件。 当贸易差额为 0 时,实际工资等同于

福利。



图 3　 关税变动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渠道

际工资。 当 ξ jn = 1 时,(16)式等号右侧只有第一项,表明实际工资的变化由各行业的

国内消费比重、贸易弹性以及各行业产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决定,这与 Arkolakis et
al. (2014)推导得到的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充分统计量相一致。 等式右侧第二项反

映了贸易成本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带来的实际工资变化。
(七)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升级包括工艺流程、产品、功能和产业间升级(Humphrey and Schmitz,2002),
本文主要聚焦在产业间升级。 Tian et al. (2019)展示了衡量一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指

标,我们选用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DVA)、增加值出口与出口总值比重(VAX)、高科技

行业在增加值出口中的份额(VAH)及增加值出口中的劳动生产率(LAP)考察政策变

动对一国产业升级的影响。
基于前文量化贸易模型,我们简要介绍这些指标的计算方法。 定义 ajk

in = (ξjknπjk
in) /

(1 + τjI
in)表示生产单位国家 n 行业 k 产品需要的来自国家 i 行业 j 的中间品的量,即直

接消耗系数。 ajk
in形成的 J × J 维矩阵 Ain表示国家 n 生产单位各行业产品直接消耗的国

家 i 各行业的产品,定义全球中间投入系数矩阵为 A =

A11 … A1N

︙ ⋱ ︙
AN1 … AN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 B =

(O - A) - 1 =

B11 … B1N

︙ ⋱ ︙
BN1 … BNN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其子矩阵 Bin刻画了国家 n 为生产单位

最终品完全消耗的来自国家 i 的各行业产品,O 为单位矩阵。 ξn 为国家 n 的增加值系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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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第 j 个元素为 ξjn。 用 en 表示国家 n 的出口向量,第 j 个元素为国家 n 行业 j 的总出口

Ej
n =∑i(EjF

ni +EjI
ni);定义 eFni为国家 n 向国家 i 的最终品出口向量,第 j 个元素为 EjF

ni。
基于上述变量,可以计算一系列反映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 国家 n 单位出口中的

国内增加值,即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为:
DVAn = ξn (O - Ann) -1en (uen) -1 (17)

　 　 其中,u 为求和行向量,uen 表示国家 n 的总出口。 DVAn 越高说明出口的附加值

率越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产业升级。 根据 Johnson and Noguera(2012)的研究,
增加值出口表示一国某行业为满足其他国家的最终需求进行的生产活动产生的增加

值。 它包括本国该行业向国外出口的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不包括本国的增加值在经

过全球价值链后又被本国居民消费的部分。 一国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为:

VAXn = (ξn∑ i
BnieF

ni) (uen) -1 (18)

　 　 定义 ξG
n 为国家 n 高科技行业增加值率;ξG

n 中只有高科技行业保留 ξn 的增加值系

数,而其他行业的增加值系数均为 0。 vn 为国家 n 的增加值出口列向量,则国家 n 的

高科技行业增加值出口在总增加值出口中的份额为:

VAHn = (∑ i
ξG
nBnieF

ni) (uvn) -1 (19)

　 　 定义 sn 为国家 n 的就业系数行向量,表示国家 n 生产各行业单位产品需要的劳

动力。 出口的劳动生产率为:

LAPn = (uvn) (∑ i
snBnieF

ni)
-1

(20)

　 　 表示国家 n 为满足国外最终需求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单位劳动创造的增加值,反
映了一国劳动生产率。 我们根据 Antràs et al. (2012)的方法计算了各国在全球生产中

的上游度,该值越大,表明该国的生产距离最终需求的位置越远。
利用基期数据,可计算基期各国的各项产业升级指标;在反事实分析中,关税的变化

将带来贸易比重和全球投入产出矩阵的变化,进而引起上述各项指标的变化。 将新变量

分别代入上述公式即可测算出反事实分析下各指标的数值及其相对于基期的变化。

五　 数据及参数校准

(一)数据

求解均衡需要各国分行业的增加值系数(ξ jn)、中间投入系数(ξkjn )、最终消费比重

(α j
n)、基期各国在各行业产品中的支出(X jk

n 和 X jF
n )、双边贸易比重(πjk

in和 πjF
in)及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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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向量(sn)等;这些数据均来自 WIOD (2016 版)的数据。 WIOD 提供了 2000-2014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涵盖了世界 43 个国家(地区)和 1 个合并的世界其他地区

(ROW),共包括 56 个行业。 由于个别地区行业存在 0 产出的现象,本文把 44 个地区

合并为 32 个,将 56 个行业合并为 18 个商品部门和 20 个服务部门①。 其中,本文的高

科技行业包括电子设备(13)、电气设备(14)、机械设备(15)、汽车制造(16)及其他交

通运输(17)。 各国各行业的增加值和消耗的各行业中间投入相应除以各国各行业的

总产出得到增加值系数(ξ jn)和中间投入系数(ξkjn )。 根据 WIOD 提供的各国分行业的

最终消费、中间品和最终品双边贸易额得到 X jk
n 、X jF

n 、α j
n 和双边贸易比重 πjk

in和 πjF
in。

根据 Baqaee and Farhi(2019,2020)的研究,CES 生产函数中劳动和中间投入之间

的替代弹性 η 取值为 0. 5。 本文的关税数据来自 WTO-WITS 数据库的实际有效关税

(effective applied tariff),它提供了各国按照 HS6 位商品的双边关税税率和贸易额;联
合国 BEC 分类提供了 HS 分类商品是属于中间品、消费品或资本品的判定。 我们利用

HS6 位商品与联合国 BEC 分类的对应表以及 HS6 位商品与 WIOD 行业的对应表,利
用双边进口额为权重对关税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了按照 WIOD 行业分类的 18 个

商品部门的双边中间品关税税率和最终品关税税率。 服务业的关税税率设为 0。
(二)贸易弹性的估计

本模型中同一个行业的中间品和最终品具有不同贸易弹性,需要分别估计。 我们

采用 CP 模型的思路,使用双边贸易额进行估计,建立贸易份额、关税和贸易弹性间的

计量方程②:

ln
πjk

niπjk
ihπjk

hn

πjk
inπjk

hiπjk
nh

= - θ jH ln
jk
ni

jk
ih

jk
hn

jk
in

jk
hi

jk
nh

+ jk,j = 1,…,J (21)

ln
πjF

niπjF
ihπjF

hn

πjF
inπjF

hiπjF
nh

= - θ jF ln
jF
ni

jF
ih

jF
hn

jF
in

jF
hi

jF
nh

+ jF (22)

　 　 其中, jk和 jF为随机扰动项。 我们分别使用 WIOD 中提供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

易份额和来自 WITS 的关税数据估计各行业贸易弹性。 个别行业的贸易弹性不显著

或符号异常,我们采用 Bartelme et al. (2018)和 Shapiro(2021)的方法,利用已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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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列表(部分)请见表 5,可贸易品部门列表请见表 3。
根据(5)和(6)式可得贸易份额与贸易成本间的关系,后将其对数线性化,对冰山成本分解后,贸易成本

可参数化为对称的双边贸易成本、进口固定效应、出口固定效应、出口行业进口国家固定效应及随机误差的函数。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此提出的宝贵意见。



中行业层面的贸易弹性的中值代替①,这些文献包括 Bagwell et al. (2018)、Caliendo
and Parro(2015)及 Giri et al. (2021)②。 贸易弹性估计结果见表 1。

表 1 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弹性估计结果

行业 中间品 最终品 行业 中间品 最终品

农业
9. 11

(2. 01)
9. 11

(2. 01)
非金属矿物

1. 67∗∗∗

(0. 14)
2. 95

(0. 49)

采矿
6. 63∗∗∗

(0. 30)
2. 53∗∗∗

(1. 33)
金属冶炼及压延

5. 00∗∗∗

(0. 19)
3. 71∗∗∗

(0. 86)

食品
4. 42

(0. 22)
4. 42

(0. 22)
金属制品

1. 19∗∗∗

(0. 17)
1. 28∗∗

(0. 65)

纺织服装
3. 31∗∗∗

(0. 13)
6. 79

(0. 74)
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

12. 11∗∗∗

(0. 45)　
5. 47∗∗∗

(1. 18)

木制品
6. 80∗∗∗

(0. 15)
2. 27∗∗∗

(0. 64)
电气设备

4. 15∗∗∗

(0. 20)
7. 48

(1. 03)

造纸
7. 73∗∗∗

(0. 21)
13. 07∗∗∗

(0. 95)
机械设备

5. 82∗∗∗

(0. 19)
3. 01∗∗∗

(0. 59)

印刷
4. 94∗∗∗

(0. 18)
3. 52∗∗∗

(1. 03)
汽车制造

7. 30∗∗∗

(0. 20)
4. 73∗∗∗

(0. 33)

化学工业
5. 66∗∗∗

(0. 16)
8. 87∗∗∗

(0. 65)
其他交通运输

2. 28∗∗∗

(0. 15)
1. 04∗

(0. 55)

塑料和橡胶
3. 44

(0. 22)
3. 44

(0. 22)
家具及其他制造业

2. 08∗∗∗

(0. 11)
5. 45

(0. 79)

　 　 说明:∗、∗∗、∗∗∗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平均来看,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弹性均在 5 左右,位于已有文献估计贸易弹性值

的中间水平 ( Donaldson, 2018; Broda and Weinstein, 2006; Head and May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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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行业包括农业、食品业、塑料和橡胶业;同时纺织服装业、非金属矿物、电气设备、家具及其他制造业

的最终品贸易弹性也使用已有文献的中值代替。
这些文献中的行业分类与本文存在一定不同,本文的一个行业可能包括了这些文献中的多个行业,此时

我们采用 Shapiro(2021)的方法,以多个行业的贸易弹性方差的倒数为权重,对贸易弹性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与本

文行业分类一致的贸易弹性。



Burstein and Vogel,2017)。 同时,中间品贸易弹性大于最终品的贸易弹性①,这表明本

文分别估计贸易弹性合理性。
本文使用 Matlab 利用迭代法求解模型。 在给定 κ̂ jI

ni和 κ̂ jF
ni后,猜测工资初值,并计

算价格、贸易份额和支出的变化量,并验证(14)式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则调整初始

工资,重新计算价格、贸易份额和支出的变化量,直到公式(14)成立为止。 最终可计

算新均衡相对于旧均衡的工资、价格、贸易份额、支出和福利的变化量。

六　 经验分析

本文首先量化分析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

和产业升级效应。 为此,我们以 2000 年为基期,计算满足(2)-(6)和(9)-(11)式均

衡条件的各变量。 为避免贸易差额对模型结果产生影响,我们仿照 Caliendo and Parro
(2015)与 Ossa(2014)的方法先将各国贸易差额调整为 0(Dn = 0),并利用公式(12)-
(14)计算新的均衡,将其作为基期均衡,然后在该均衡状态下,计算给定的关税水平

变化对各国福利的影响。 之后,我们以 2014 年为基期均衡量化计算中美贸易战的经

济和福利效应。
(一)中国加入 WTO 对福利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本文根据图 1 可知中国自 2007 年后关税基本保持稳定,因此我们用 2000-2007
年中国进口关税的变化代表中国加入 WTO 后的关税变化 ( Aichele and Heiland,
2018)。 在 2000 年基期均衡基础上,让其他国家的进口关税均保持在 2000 年水平,分
别让中国对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中间品进口关税、最终品进口关税或所有进口关税下降

至 2007 年水平,从而量化中国加入 WTO 的关税变化对中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福利和产

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中国加入 WTO 对中国福利的影响。 表 2 展示了量化所得结果。 整体来看,中

国在加入 WTO 后的关税下降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即实际 GDP),相对于 2000
年上升了 1. 10% 。 为证明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等异质性的重要性,本文测算了

不同模型下的福利效应,并与本文结果进行对比。 这些模型包括(1)CP 模型;(2)在
CP 模型中区分各行业的中间品和最终品(简称中间品模型);(3)在中间品模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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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与 Soderbery(2018)的发现一致;Soderbery(2018)利用 1991-2007 年约 192 个国家的贸易和关税数据

估计了 HS4 位码商品的贸易弹性。 我们将 HS4 位码商品合并为中间品和最终品,发现中间品贸易弹性大于最终

品贸易弹性。



上同时考虑贸易份额在各行业上的异质性(简称 CD 模型),该模型与本文最终模型的

唯一区别是它的生产函数为 C-D 而非 CES 形式①。
基于同样的数据、国家和行业分类,我们分别利用 3 个模型,重新计算了中国加入

WTO 的福利效应,结果如表 2 所示。 如果采用 CP 模型,中国加入 WTO 带来的关税下

降仅使中国福利上升 0. 72% ,比本文基准模型计算的福利效应小 35% ,这表明如果不

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将被严重低估。 如果区分中间品和最终

品,使用中间品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加入 WTO 使中国福利上升 1. 12% ;如果进一步

考虑行业异质性,使用 CD 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福利会上升 1. 10% 。 这些结果都表

明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是更准确计算贸易福利效应的关键。
本文还分别计算了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 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分别平均下降 9. 96%和 9. 42% ,降幅差异不大,但它们的福

利效应却有显著差异。 表 2 显示,前者使中国的福利上升了 1. 01% ,而后者仅使福利

上升了 0. 02% 。 因此中间品关税下降是中国加入 WTO 带来福利上升的主要原因。

表 2 中国加入 WTO 的福利效应分析 %

模型

种类

关税

下降
福利

贸易

条件
贸易量

实际工资变化

总变化 最终品 产业联系

本文模型

(CES)

全部 1. 10 - 1. 23 7. 68 1. 78 0. 30 1. 46

中间品 1. 01 - 1. 07 7. 38 1. 38 - 0. 31 1. 68

最终品 0. 02 - 0. 31 0. 74 0. 47 0. 72 - 0. 25

CD 模型

(贸易弹

性不同)

全部 1. 13 - 1. 27 8. 07 1. 77 1. 20 0. 55

中间品 1. 04 - 1. 11 7. 81 1. 37 - 1. 23 2. 59

最终品 0. 02 - 0. 31 0. 73 0. 48 2. 83 - 2. 35

CP 模型 全部 0. 72 - 1. 23 7. 65 1. 21 1. 25 - 0. 05

中间品模型 全部 1. 12 - 1. 31 8. 25 1. 75 1. 21 0. 53

CD 模型 全部 1. 10 - 1. 30 8. 05 1. 73 1. 22 0. 50

　 　 说明:为保证不同模型结果的可比性,在最后三行的 CP 模型、中间品模型和 CD 模型中,对中间品

和最终品,我们使用相同的贸易弹性进行计算,在中间的 CES 模型和 CD 模型中,同行业中间品和最终

品使用不同贸易弹性,该结果表明将 C-D 生产函数一般化为 CES 生产函数,对结果的影响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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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 CP 模型没有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每个行业仅需 1 个贸易弹性,为与本文模型结果进行对比,我们

用本文估计的各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弹性的平均值作为 CP 模型中该行业的贸易弹性。 同样为保证模型的

可比性,在表 2 最后两行的中间品模型和 CD 模型中,我们也对同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使用相同的贸易弹性。



我们利用(15)式可将福利效应分解为贸易条件效应和贸易量效应。 根据表 2 结

果,中国福利水平的上升主要源于贸易量效应的提高,贸易条件则有所恶化。 中国在

加入 WTO 后,关税大幅下降,使得进口价格下降,进口规模上升,贸易量效应得到改

善。 同时,对国外产品需求的上升导致国外相对工资水平上升,本国出口产品价格相

对国外下降,因此贸易条件恶化。 但出口品价格下降将促进出口,进一步改善贸易量

效应,同时某行业出口规模扩大还将通过上下游关联带动国内上游行业的生产,从而

缓解国内工资水平的下降,缓解贸易条件的恶化。 由于贸易量效应的提升大于贸易条

件的恶化,关税的下降最终使得中国福利水平上升。
中间品关税的贸易量效应显著高于最终品关税,最终也使得中间品关税的福利

效应远高于最终品关税。 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间品关税下降除了直接增加进口从而

改善贸易量效应外,还将降低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出口价格,使下游产品在国际

市场更具价格竞争力,扩大了出口,从而提高贸易量效应。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间

品关税下降使中国的总出口增加 38. 40% ,而最终品关税下降仅带来 9. 51% 的出口

增长。
表 2 还展示了关税变化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以及利用(16)式计算的实际工资变化

的分解。 中国加入 WTO 将降低消费品价格,使实际工资提高了 1. 78% ,而仅中间品

关税下降或仅最终品关税下降分别会使实际工资上升 1. 38%和 0. 47% 。 其中行业投

入产出联系能解释实际工资上升的 83% 。 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的影响机制有所

不同:中间品关税下降通过投入产出联系降低国内下游最终品价格,从而降低居民消

费价格,提高居民实际工资。 同时,国内最终产品价格下降,将提高居民国内消费比

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获益,因此通过最终品渠道反而带来了实际工资的

下降。 最终品关税下降则直接提高最终品进口比例,降低最终品消费价格,通过最终

品渠道带来实际工资的上升。 而最终品进口的增加,将导致国内生产规模缩小,并通

过投入产出联系降低国内上游行业生产规模,进而降低劳动需求和工资水平,抑制实

际工资的上升。 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对实际工资和福利影响渠道的差异,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若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将错估贸易的福利效应和对实际工资的影响。 从

表 2 结果可知,利用 CP 模型计算的中国实际工资仅增长 1. 21% ,确实低估了实际工

资的增长。
2. 中国加入 WTO 对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中国加入 WTO 不仅影响了中

国整体经济和贸易规模,也影响着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 本文的多国家多行业一般均

衡模型使我们可以深入到行业层面进行分析,表 3 列出了中国 2000-2007 年各行业中

·02·　期6第年2202　∗济经界世

　 　 全球价值链与贸易的福利效应:基于量化贸易模型的研究
■■■■■■■■■■■■■■■■■■■■■■■■■■■■■■■■■■■■■■



间品和最终品的关税变化、中国整体关税下降引起的中国各行业产业结构、出口结构

和进口结构的变化。
除个别行业外,国民经济、出口和增加值出口中行业结构的变化具有一致性。 整

体来看,关税下降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农业在国民经济和贸易中的比

重均显著下降,而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分别

比 2000 年基期变化 - 5. 39% 、3. 69%和 1. 70% 。 在制造业中,纺织服装和电子设备的

增加值比重上升尤为显著,与此相反,汽车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则有所下降①。
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各行业的关税降幅密切相关。 根据表 3 结果,中国在加入

WTO 后,农产品关税大幅下降,有效促进了中国农产品进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

国内农业生产,降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在最终品关税中,汽车制造业的关

税下降幅度最大,该行业进口品部分替代了国内产品,造成了它们在 GDP 中份额的下

降,其中中间品关税的作用较为有限。 纺织服装和电子设备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品,关
税下降有力促进了它们出口规模的扩张,增加值出口份额分别提高 1. 29%和 0. 95% ,
是所有行业中份额上升最高的两个行业,中间品关税起到主要作用②。

表 3 同时显示关税下降提高了农业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但却大幅降低了农业在

增加值出口中的比重。 这是因为出口和增加值出口反映的经济含义不同,农业不仅

可通过农产品出口直接向国外出口增加值,还可通过向其他行业的出口品提供中间

投入而间接出口增加值。 农业关税的下降,使得国内其他行业生产使用的国内农产

品被进口品替代,从而使农业间接出口的增加值大幅下降,最终在增加值出口中的

比重下降。 该现象反映了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刻画一国或一个行业参与全球分工的

重要性。
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最终也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位置。 表 4 展示了中国加入 WTO 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间品关税和最终品关税

的下降对各项指标影响各不相同。 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使国内生产中使用更多的中间

进口品,因此 DVA 下降 5. 59% ;但最终品关税的下降却改善了中国的最终品出口结

构,使得 DVA 上升了 1. 19% 。 二者共同作用后,最终中国加入 WTO 使中国的 DVA 和

VAX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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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存在服务业贸易,只是服务业关税假设为 0。
根据 WIOD 的数据,中国纺织服装和电子设备产品生产对进口中间投入较为依赖,2014 年两行业所需进

口中间投入在总中间投入中占比分别为 11. 04%和 24. 28% 。 因此中间品关税下降有效降低了这两个行业的生

产成本,促进其出口规模扩张和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提升。



表 3 2000-2007 年分行业关税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变化 %

中间品关税

税率变化率

最终品关税

税率变化率
出口增速 进口增速

产业结构

变化

出口结构

变化

增加值出口

结构变化

农业 - 24. 59 - 16. 77 111. 00 1190. 00 - 5. 39 0. 71 - 3. 77
采矿 - 0. 82 0. 00 45. 80 - 23. 80 0. 62 0. 00 0. 45
食品 - 11. 05 - 16. 74 64. 90 38. 60 0. 08 0. 43 0. 29

纺织服装 - 10. 93 - 15. 64 56. 40 43. 60 0. 89 1. 36 1. 29
木制品 - 6. 56 - 11. 14 47. 70 3. 01 0. 06 0. 01 0. 04
造纸 - 7. 40 - 14. 05 76. 90 20. 80 0. 06 0. 10 0. 08
印刷 - 7. 22 0. 00 35. 30 13. 10 0. 04 - 0. 03 0. 01

化学工业 - 2. 04 - 5. 30 44. 30 - 14. 60 0. 36 - 0. 05 0. 29
塑料和橡胶 - 6. 73 - 11. 14 23. 40 14. 20 0. 12 - 0. 55 - 0. 05
非金属矿物 - 3. 63 - 15. 57 13. 40 1. 81 0. 07 - 0. 29 - 0. 03

金属冶炼及压延 - 4. 15 0. 00 31. 60 - 1. 68 0. 20 - 0. 35 - 0. 05
金属制品 - 2. 25 - 4. 72 7. 20 - 1. 60 0. 07 - 0. 79 - 0. 15
电子设备 - 7. 22 - 9. 82 61. 50 26. 00 0. 59 1. 92 0. 95
电气设备 - 8. 28 - 10. 17 42. 10 28. 10 0. 16 - 0. 17 0. 11
机械设备 - 5. 88 - 7. 45 26. 30 7. 00 0. 09 - 0. 45 - 0. 10
汽车制造 - 10. 55 - 23. 84 44. 50 119. 00 - 0. 10 - 0. 01 0. 00

其他交通运输 - 4. 37 - 1. 01 7. 81 - 4. 18 0. 02 - 0. 38 - 0. 10
家具及其他

制造业
- 6. 85 - 9. 50 41. 00 17. 50 0. 25 - 0. 18 0. 11

平均 - 6. 47 - 10. 11 45. 80 45. 80 - 1. 81 1. 28 0. 63

　 　 说明:表中第 2、3 列关税税率变化率为(1 + τ2007) / (1 + τ2000) - 1 ,其中 τt 表示 t 年中国相应行

业的平均进口关税税率。

表 4 中国加入 WTO 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模型

种类

关税

下降
DVA VAX VAH

LAP(千
美元 /人)

上游度

变化率

CES 模型

全部 - 4. 83 - 4. 90 0. 71 0. 33 0. 76
中间品 - 5. 59 - 5. 53 0. 63 0. 29 0. 06
最终品 1. 19 1. 13 0. 08 - 0. 01 1. 89

CD 模型

(贸易弹

性不同)

全部 - 5. 08 - 5. 15 0. 75 0. 29 1. 04
中间品 - 5. 77 - 5. 75 0. 68 0. 30 - 0. 32
最终品 1. 16 1. 08 0. 08 - 0. 01 2. 01

CP 模型 全部 - 3. 52 - 2. 98 1. 15 0. 18 1. 93
中间品模型 全部 - 5. 17 - 5. 16 1. 40 0. 32 1. 11
CD 模型 全部 - 5. 04 - 5. 03 1. 33 0. 30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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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加入 WTO 提高了 VAH 和出口劳动生产率,这表明关税下降优化了中国的出

口结构,使中国对外出口更多高科技行业产品和高劳动生产率产品。 同时,关税下降

也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中间品关税下降,使中国进口了更多的中间品,
在中国加工成最终品后出口或用于国内生产的投入,这促使中国向价值链的下游移

动,上游度降低(见表 4)。 而最终品关税下降使中国进口了更多的最终品,国内最终

品生产减少,促使上游度上升。 在两类关税综合作用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向上游移动。 表 4 同时显示了基于 CP 模型测算的中国加入 WTO 对全球价值链指

标的影响。 总结来看,CP 模型低估了 DVA 和 VAX 的降幅,也低估了 VAH 和 LAP 的

升幅,高估了上游度的升幅。 正如上文所述,这是因为中间品和最终品影响各经济

变量的作用渠道和效果不同,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将错估贸易政策对各经济变量的

影响。
3. 中国加入 WTO 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福利效应。 在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背景下,

中国加入 WTO 使大多数地区的福利均有所增加,但幅度远小于对中国自身的福利效

应。 表 5 展示了受影响程度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 巴西、韩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是

获益最大的 5 个地区(除中国外)。
中国关税下降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各不相同;大多数地区的增加值出口

总量得到提升,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但增加值出口中的高科技增

加值占比有所下降。 同时,中国关税下降使大多数国家的上游度增加,这表明中国贸

易自由化延伸了全球价值链长度,使大多数国家产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有所增加,向
价值链上游移动①。

中国的关税变化对世界主要地区福利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各地区和中国的经贸

关系密切相关。 中国关税变化对其他地区福利的影响可概括为产业关联效应和竞争

效应。 中国关税下降将直接提高进口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促进主要进口贸易伙伴

的国内生产,提高其相对工资,改善贸易条件。 同时,这些贸易伙伴的生产也将进一步

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带动上游行业和地区的生产,带来福利改善。 此外,关税下降将使

中国对国内企业的保护程度下降,为国内生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该影响将沿生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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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巴西受影响最为显著,VAH 和 LAP 分别下降了 4. 25%和 293. 30 千美元 / 人,这可能与巴西和中国的贸易

结构有关,巴西对中国的出口以农产品为主;中国在加入 WTO 后,农产品进口关税大幅下滑,这有效促进了巴西

的农产品出口,带动了巴西农业及相关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增加值出口,由于农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较高的

上游度,因此中国加入 WTO 降低了巴西增加值出口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增加值出口比重,提升了巴

西的上游度。



络传递至中国的上游地区,造成一定福利损失。 中国国内生产受到的冲击将降低中国

相对工资水平,降低出口成本,中间品关税下降还将直接降低下游产品生产成本,增强

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对国际市场上竞争国的市场份额和福利带来一

定负面影响。 这些影响将进一步通过产业关联效应蔓延传递至其他地区。 表 5 呈现

的各国福利和产业结构变化正是上述各种力量和渠道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表 5 中国加入 WTO 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福利和产业升级效应 %

福利
贸易

条件
贸易量

福利

中间品

关税

最终品

关税

DVA
上游度

变化率

增加值

出口

变化率

中国 1. 10 - 1. 23 7. 68 1. 01 0. 02 - 4. 83 0. 76 37. 08

巴西 0. 85 0. 57 0. 24 0. 88 0. 00 - 0. 45 7. 47 72. 47

韩国 0. 47 0. 03 0. 38 0. 39 0. 07 - 0. 16 0. 21 1. 45

俄罗斯 0. 18 0. 09 0. 06 0. 18 - 0. 02 - 0. 03 1. 65 4. 65

爱尔兰 - 0. 15 - 0. 15 0. 00 - 0. 15 - 0. 11 0. 22 0. 34 0. 82

卢森堡 - 0. 12 - 0. 15 0. 00 - 0. 15 - 0. 15 0. 02 0. 31 1. 18

美国 0. 08 0. 06 0. 01 0. 07 0. 01 - 0. 17 1. 47 7. 31

日本 0. 05 0. 03 0. 01 0. 04 0. 01 - 0. 03 0. 16 1. 96

印度尼西亚 0. 05 0. 00 0. 02 0. 04 0. 00 0. 05 0. 24 0. 90

葡萄牙 0. 05 0. 04 0. 00 0. 05 0. 06 - 0. 02 0. 30 - 1. 40

　 　 说明:限于篇幅,只列出了受影响程度排名前 10 的经济体的福利和部分价值链指标。 其他经济

体的结果可到本刊网站下载附件。

表 5 结果表明对大多数受益地区而言,贸易量效应和贸易条件均有所改善。 各地

区增加值出口的变化较好地解释了各国福利变化中的贸易量效应。 例如,中国对巴西

的关税下降是巴西获益的主要原因,这促进了巴西向中国的出口,显著提升了巴西福

利水平。 日本和韩国的福利提升则可以从价值链角度进行解释,它们与中国同属于东

亚生产网络,中国从这些地区进口大量中间品,进行加工后出口至欧美等国,因此中国

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扩大了中国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规模,通过贸易量效应改善

了日韩的福利水平①。 中国加入 WTO 使美国福利上升了 0. 08% 。 中国关税下降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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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和韩国也是中国产品的主要进口地区,中国中间品关税下降,将通过产业关联效应降低下游出口品

价格,降低进口地的消费品价格,提升它们的福利。



面增加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通过贸易量效应改善美国福利;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品价格

下降,也将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其福利。
4. 贸易弹性和加工贸易的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利用已有

文献计算的贸易弹性重新校准模型,再次计算中国加入 WTO 的福利效应。 第一,我们沿

用 Bartelme et al. (2018)与 Shapiro(2021)的方法,利用已有文献估计的行业层面贸易弹

性的中值替换(Bagwell et al.,2018;Caliendo and Parro,2015;Giri et al.,2021)。 第二,我们

使用已有文献中贸易弹性的经验均值 5 替换。 所得结论均与本文基准结果一致。
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加工贸易占总贸易比重较高,国内对加工出口生

产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施行免关税政策,即加工贸易进口的关税税率一直为 0,没有

变化;因此,前文计算的中国加入 WTO 后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可能高估了实际降幅。
为避免这种处理对本文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利用考虑了加工贸易的关税数据进行反事

实分析,重新计算中国关税下降的福利效应①,结果如表 6 所示。 在考虑了加工贸易关

税政策后,前文得到的中国加入 WTO 对中国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结果均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 %

福利
贸易

条件
贸易量

福利

中间品

关税

最终品

关税

DVA
上游度

变化率

实际工资

总变化

文献中值 1. 28 - 1. 20 7. 95 1. 12 0. 09 - 4. 71 0. 59 1. 88

弹性为 5 0. 19 - 0. 90 3. 10 0. 10 0. 03 - 2. 23 0. 42 1. 20

加工贸易 1. 05 - 1. 13 7. 21 1. 01 0. 02 - 3. 93 1. 71 1. 53

　 　 说明:限于篇幅,仅汇报了主要结果,完整结果可到本刊网站下载附件。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分析

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发布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中国政府也

采取了反制措施,对美国发起等额征税反击。 两国经过多轮协商,终于在 2020 年 1 月

签订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根据 2018 年 3 月至第一阶段协议期间的中美两国产品加

征关税清单,结合 HS6 位码与 BEC 分类的对应表,并利用 2017 年中美两国间 HS6 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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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利用中国海关数据计算了 2000 年在中国从各国各行业的中间品进口中,加工贸易进口所占的比

重;利用上文计算的 2000 和 2007 年中国从各国各行业的中间品进口关税乘以对应的非加工进口所占的比重,得
到在考虑加工贸易关税政策后的 2000 和 2007 年的中间品关税。



品进口额为权重,我们计算了中美双边中间品和最终品加征的平均关税税率,美国对中

国中间品和最终品加征的平均关税税率分别为 19%和 10%,中国对美国中间品和最终

品平均加征关税税率为 16%和 13%。 以 2014 年为基期,保持其他国家关税水平不变,
仅让中美双边贸易关税增加至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时的水平,计算中美贸易摩擦对世

界主要地区的福利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 7 和表 8 列出了受影响较大地区的结果。

表 7 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主要地区的福利效应 %

福利 贸易条件 贸易量效应
福利

中间品关税 最终品关税

中国 - 0. 16 - 0. 08 - 0. 05 - 0. 10 - 0. 10
墨西哥 0. 06 0. 05 0. 01 0. 02 0. 03
美国 - 0. 04 0. 03 - 0. 01 - 0. 04 - 0. 03

卢森堡 - 0. 44 - 0. 43 0. 00 - 0. 40 - 0. 40
韩国 - 0. 06 - 0. 07 0. 01 - 0. 06 - 0. 06

澳大利亚 0. 00 0. 00 0. 00 0. 01 0. 01
印度尼西亚 0. 01 0. 01 0. 00 0. 00 0. 01

日本 0. 01 0. 01 0. 00 0. 00 0. 00
爱尔兰 - 0. 21 - 0. 21 0. 00 - 0. 19 - 0. 19
印度 0. 00 0. 00 0. 00 - 0. 01 0. 00

表 8 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主要地区的产业升级效应 %

DVA VAX VAH LAP
(千美元 /人)

上游度
变化率

增加值出口
变化率

中国 0. 74 0. 72 - 0. 42 - 4. 10 0. 08 - 3. 68
墨西哥 - 0. 55 - 0. 54 0. 47 - 3. 18 - 0. 13 0. 81
美国 0. 35 - 0. 03 - 0. 24 - 81. 02 - 0. 29 - 3. 55

卢森堡 0. 19 0. 18 0. 00 - 27. 94 0. 10 1. 63
韩国 0. 11 0. 12 0. 07 - 0. 33 - 0. 10 0. 97

澳大利亚 0. 03 - 0. 21 0. 01 - 10. 16 - 0. 15 - 0. 38
印度尼西亚 - 0. 05 - 0. 16 0. 02 - 1. 34 - 0. 14 0. 08

日本 - 0. 03 - 0. 04 0. 06 - 0. 11 - 0. 05 0. 13
爱尔兰 0. 17 0. 19 - 0. 01 - 14. 58 0. 10 1. 28
印度 0. 00 0. 10 0. 01 - 0. 53 0. 00 0. 30

从中可知,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和美国的福利分别减少 0. 16%和 0. 04% ,中国受

损程度大于美国。 两国关税的上升遏制了双边贸易的发展,恶化了中美两国的贸易量

效应,表 8 显示两国的增加值出口均表现出较明显的下降。 最终品关税给中国造成的

福利损失略大于中间品关税。 关税上升,特别是中间品关税上升,降低了中国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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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也使本国生产更多使用国内中间投入,从而提高了中国的 DVA 和 VAX。 由于同

样原因,美国 DVA 有所提高,但 VAX 下降,可能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美国从

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而两国的产品中蕴含了大量的美国增加值,因此美国出口后

又返回美国本土的增加值增加,VAX 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了中美两国的 VAH 和 LAP,这与两国贸易结构密切相关。 电

子设备、汽车等高科技行业在中美贸易中占据较大比重,受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

较大。 由于这些行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使得两国 LAP 和 VAH 有所下降。 中美

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上游度带来相反的影响。 由于中国从美国进口以中间品为主,
关税上升使中国从美国进口中间品减少,促进了中国的中间品生产,并最终使中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游移动。 但美国却相反,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

减少,本身就将降低美国的上游度;另一方面,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以最终品为主,关税

上升,使美国最终品进口降低,本国最终品生产增加,这进一步使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

位置向下游移动①。
中美贸易摩擦提高了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福利水平,其中墨西哥的福利效应提升最

为明显。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使美国市场上墨西哥产品部分替代了中国产品,促进

了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往来,墨西哥的贸易量效应得以提升。 中美贸易摩擦对各

国 DVA 的影响各不相同,这与各国和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密切相关。 例如,墨西哥

DVA 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墨西哥和美国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墨西哥生产过程中使

用了更多的进口产品,从而降低了 DVA。 由于中美贸易以电子设备、汽车等高科技行

业为主,中美贸易摩擦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提高了其他地区与中美两国高科技行业的

贸易往来,从而大多数国家 VAH 有所提升。
这些结果表明,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一国的贸易政策

不仅直接影响本国福利,也将沿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国家传递。 一国贸易政策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以及一国受其他国家贸易政策的影响,均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

密切相关。
我们也利用 CP 和 CD 模型计算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②。 结果显示,CP 模

型低估了中国的福利损失,这再次表明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以及行业间投入关系的异

质性对于量化贸易政策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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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具体影响未报告,有需要可到本刊网站下载附件。
在 CP 模型下,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和美国福利分别下降 0. 15% 和 0. 04% ;而在 CD 模型(贸易弹性与

CP 模型相同)下则分别下降了 0. 16%和 0. 04% 。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七　 结论

本文将量化贸易模型和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紧密结合,并进行拓展,区分中间品和

最终品,系统考虑了贸易份额在行业间生产网络中的异质性,建立了多国家多行业的

一般均衡模型。 该模型将全球价值链系统纳入了量化贸易模型,可以更好地将模型校

准至真实世界,切实反映出各国在全球生产链中所处的位置,从而能更准确地量化分

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针对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不同贸易政策对福利、产业升级和在全球

价值链位置的影响。 我们分别估计了分行业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贸易弹性,为在全球价

值链背景下更准确地量化研究贸易政策、中间品和最终品生产率、投入结构等变化的

福利效应奠定了重要基础。
基于该模型,本文量化分析了在中国加入 WTO 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关税变化对中

国和世界主要地区的福利、产业结构升级及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中国加入WTO 有效提高了中国的福利水平,福利相对于 2000 年上升 1. 10% ,CP 模型

将该福利效应低估了近 35% 。 其中,90% 以上的中国福利上升是源于中间品关税的

下降,最终品关税下降的作用较为有限。 同时,关税的下降也优化了中国的产业结构

和贸易结构,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游移动。 中国加入 WTO 提升了世

界大多数地区的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驳斥“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有利证据。 本文

也测算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主要地区的经济和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

擦对中国和美国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福利损失。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贸易政策将沿着生产网络

向其他国家传导,并会通过反馈作用进一步扩大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因此一国在制定

贸易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全球价值链效应。 本文结论也表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将有效促进各国的福利水平,因此世界各国仍需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
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沟通、协商和合作,努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齐心

协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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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Welfare Effect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Analysis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

Duan Yuwan; Lu Yi; Cai Longfei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 with international Input-output model, building

a multi-regional and multi-sector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at distinguishes between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and trade in final goods. The model reflect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es and fully capt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study

quantitative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China's tariff changes, due to it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 and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s, on the welfa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China and the main regions of the worl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reveal that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China's level of welfare,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ed the welfare of most other regions. This effect is mainly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on intermediate

goods. However, if the traditional quantitative trade model without distinguishing the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is used, China's welfare gains from its accession to the WTO would be underestimated by almost 35% .

Sino-US trade conflict would ruin both countries' welfare, but would help China to climb the gobal value chain.

Key words: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rade in intermediate goods,

indus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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